
大躍進與當代中國

二十一世紀評論

一　 導　論

1958-1961年的大躍進饑荒，是人類歷史上一場人命損失最慘重的災難。這

場災難源自大躍進和中國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儘管當時中國官方把1959-1961年

的災難說成是三年自然災害，但近年來這種論調漸不復聞。現在，越來越多學

者認識到這場饑荒是中國遭逢的最慘烈的政治悲劇之一。

修正主義史觀否定官方稱饑荒是天災的謊言，而將之歸咎毛澤東1，這種

簡單化的看法有其不妥當之處。毛澤東和他位居中國黨政高層的同僚無疑要為

饑荒負上最大責任，不過，無庸置疑，毛澤東、周恩來和其他中國領導人並非

蓄意引起大饑荒，葬送數以千萬計農民的性命。毛澤東和烏克蘭饑荒時期的斯

大林不同，他沒有以幸災樂禍的心態來看待百姓餓死的消息。更重要的是，單

單指摘毛澤東會阻礙我們反思中國政治制度的性質。這是因為大躍進是多面相

的事件，必須以多重視野、從不同層面來反思，這點作者曾於另文提出2。

跟近年經濟學者的研究不同，本文焦點在於饑荒對政治形勢發展的影響，

以及其對農村制度轉變的長期影響。許多中外著作都把重點集中於高層政治鬥

爭，特別是圍繞1959年導致形勢急轉直下的廬山會議3，但本文'重論述的，是

導致中國各省之間饑荒嚴重程度各異的深層結構動態。在此分析中，我單獨舉

出公共食堂來討論，因為它不但是引起並加劇饑饉的重要制度，而且更重要

的，它是大躍進激進主義的顯著代表。我借助各省數據深入探討參與公共食堂的

模式，並指出這些模式反映了在高度壓制、等級森嚴的政治制度中，一種我稱之

為代償式政治表忠心態（politics of loyalty compensation ）。除此以外，本文亦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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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這場緣於政治的饑荒對農民和幹部態度傾向的衝擊，以及對其後中國農村體

制改革的影響，這場改革促成了後毛時代公社的解體和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實行。

二　公共食堂、共有地的悲劇和饑荒

1957年末，毛澤東和他的同僚推行大躍進運動，揚言要超英趕美。在農村

政策方面，毛澤東依舊偏愛大規模農村組織單位。表面看來，這種制度轉變背

後所依據的是規模經濟（economies of scale，雖然毛澤東沒有使用這個字眼）的

邏輯。一方面，大型農村機構能更有效動員農民和承擔大規模水利建設及其他

工程；另一方面，是藉此制度轉變在成員眾多的單位中推行平均主義。

人民公社在1958年出現，是響應毛澤東呼籲制度轉變而應運而生的新組

織。它在1958年年中首次出現時有個不甚高明的名字──大社，到了8月初毛澤

東贊成以人民公社為名後，全國公社數目激增。1958年10月底，大多數省份都

宣稱已完成向人民公社的過渡。中國農村辦了26,500個大型公社，有99.1%的農

戶參與，每一公社平均有4,756戶4。

人民公社的最大特點是廢除私有產權。土地、耕畜和農具統統收歸集體，

公社成員集中勞動力從事農業生產。在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高潮，許多地方取消

了合作化初期的評工記分制，代之以社員均分收成。如劉民權所說的：「一時

間，大約60-70%，某些地方高達80%的集體收入是按需分配。」5加上農戶不能

退社，大大損害農民參加生產活動的積極性6。

公共食堂體現了公社的精神和生活，是大躍進狂熱的縮影。當局鼓勵社員

到公共食堂吃飯，而不在家舉炊。1958年秋，超過265萬個公共食堂投入運作。

1958年10月，估計有70-90%的農村人口在公共食堂吃飯7。到了1959年末，仍

有接近72.6%的農民在食堂吃飯8。然而，要強調一點，中央領導沒有指示各地

必須辦公共食堂。事實上，中國土地遼闊，地理情況千差萬別，中國領導層有

見於此，一般在中央文件中指出，地方領導應當按照地方情況調整中央指示。

因此，地方當局是有一定自主空間的，不過在狂熱的政治氣氛中，敢於拂逆大

潮流就要抗衡極大的政治壓力。無論如何，各地公共食堂推行的情況差異相當

大。辦食堂也不等於一定會引起饑饉和導致民眾餓死。事實上，要是公共食堂

在糧荒時期能採取適當措施，強制社員均分有限的糧食，就可以減低爆發大饑

荒的危險。

然而，公共食堂之所以陷入如此窘境，是由於廣泛實行供給制。統計制度

停擺、浮誇風和壓制批評聲音製造了糧食充足的假象，彷彿中國已擺脫了土地

對糧食產量的限制。公共食堂實行吃飯不要錢，鼓勵社員「放開肚皮吃」，此一

做法符合共產主義構想中物質不虞匱乏和人人平等的理想。這種受柯慶施、陶

鑄和其他領導人讚揚的供給制不久就席捲全國。

公共食堂供應免費糧食的體制，剝奪了農民對食物的支配。在人民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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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食物跟土地、農具一樣被視為公有財產。在免費供給的原則下，一個人只

要屬於某個公社，他就不愁沒有飯吃，甚至連過路的人也被邀吃免費飯。然

而，糧食供應不是無止境的，事實上社員在競相消耗糧食9，情況就如牧民驅

羊群到一塊共有牧地上放牧，很自然，每個農民都不顧後果地放開肚皮吃，

這種情況被稱為共有地的悲劇（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值得注意的是，

無論農民是否知道缺糧，上述情況依然不會改變。因此這種制度是在促使

理性的農民過度消耗，導致不理性的集體行為bk。跟其他公有財產一樣，人民公

社集體消耗糧食面臨'嚴重的集體行動問題。理論上，社員可以監督其他社員

的消耗行為，但實際上很難界定何為過度消耗，要杜絕就更是難上加難。除

此以外，1958年深秋，許多公社不再把口糧分配到戶。本來農戶如果不滿其

他人的消耗行為，可以自己回家做飯，精打細算，節約糧食，但現在連這種權

利都被剝奪，到食堂吃飯成了唯一的選擇。因此，食堂和供給制事實上把大

部分農村人口鎖困在過度消耗和浪費食物的境地，最終導致糧食耗盡，爆發

饑荒。

要是有其他可行的選擇，或許不至淪落到如斯絕境。近期關於集體行動的

理論和實證研究成果，提出了許多應付集體行動問題的方法bl。但正如下一節將

談到的那樣，在中國集體化運動中實行這些方法，要付出很高的政治代價。

由於事實上糧食供應有限，政府又大量徵購供城市和出口之用，糧食供應

更形短絀。因此我們可以推想，公共食堂和供給制更加速了糧食消耗，成為引

發饑饉的重要制度原因。雖然公共食堂不是導致死亡的唯一機制，其他因素如

過量勞動、忽視醫療等同樣重要bm，但是，公共食堂和它體現的激進主義是大躍

進政治極端思想的代表。我們應以此來理解公共食堂和大躍進饑荒的關係。

一如我們之前討論集體行動問題時所推論那樣，實行公共食堂和供給制後

不久，過度消耗的情況開始出現。有些公社在短短兩個星期內就吃掉三個月的

口糧bn。每一公社的糧食供應有限，過度消耗很快就導致缺糧。同時，因為當時

強調自力更生，外來賑濟極其有限，所以除非在一定時間內關閉食堂或大幅縮

減規模，否則缺糧最終將引致公社發生饑荒。除此以外，糧食日漸減少和有其

他福利存在，使社員無心參與公社生產勞動，這也不利於扭轉形勢。一個生產

隊隊長說：「喊破了嗓子砸碎了鐘，（社員）也是不出工。」bo結果，土地拋荒，一

片破落蕭條。1959年春，至少十個省有部分地區出現饑荒。不過，在1959年年

中，本來還來得及避免饑荒演變至不可收拾的地步，因為1958年豐收，可稍作

紓緩之效，1959年又實行了一些調整措施，而且公社存在的時間尚短，公共食

堂也尚未全面推行（當時許多已縮減規模）。很不幸，1959年廬山會議提出「再躍

進」，進一步把公共食堂辦上去，使得農村災情惡化，造成1960年人命損失達

千萬之巨。

至此我們已討論過公共食堂、糧食過度消耗和饑荒的關係，為了支持上述

論點，我們援用各省數據，並以省為範圍來分析公共食堂和饑荒的關係。上文

論述到公共食堂造成共有地的悲劇，根據這一論點，我們可以推斷在195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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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越多人在公共食堂吃飯的省份，在饑荒最嚴重的一年──1960年災情將更

嚴重bp。透過1959年公共食堂參與率和1960年各省死亡率的關係來驗證，證明事

實的確如此。我們透過回歸分析證明這兩個變數呈正比。把兩個變數載入，調

整後R2等於0.2595（N=25，係數=0.5968，標準誤差=0.1946，p=0.005）。

三　政治誘因、集體行動和慘劇

公共食堂和供給制並沒有在全國各地普遍推行，這帶出了一個耐人尋味的

問題：為甚麼有些地方比別的地方更熱衷於推行這種貽禍無窮的制度？是甚麼

政治誘因促使有些地方實行別的地方沒有實行的公共食堂和其他大躍進政策？

要回答這個問題，先要了解大躍進期間中國政治制度的特質。大多數研究中國

政治的專家都會同意，黨國政治是革命後中國政權最顯著的特色，而毛澤東在

塑造共產黨的形態中扮演獨特的角色，因此成為黨國層級頂峰的領導人。在權

力高層，共產黨或毛澤東擁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層級下方是無數省和地方的黨

政官僚，以及工廠和農村的積極份子。在這樣一個層級內，從政者想步步高升

或趨吉避凶就只有緊跟領導人的意旨，並要比競爭對手表現得更出色。連串政

治運動把這套規則牢牢印在人們的腦袋中。

人民共和國建國最初十年，毛澤東密切參與制訂農業政策。每當毛的政策

傾向在制度中有*可尋，欲在仕途扶搖直上者無不揣摩毛的意圖執行之，更往

往把政策極端化以討好毛。1957年的反右運動不僅異常嚴厲地壓制異見，而且

清晰地告訴人們，追隨毛的意旨大有利於其政治前途。毛澤東對共產主義平等

理想的執'，為大多數幹部提供了行動的指引。因此，無怪乎當毛偏好更大的

農村集體時，下層便一呼百諾。各地爭相突出政治積極性，而公共食堂和糧食

供給制就是很多地方熱衷推行的制度「革新」，以表示他們擁護農業激進主義，

以及最重要的是，對毛澤東忠心耿耿。

1958-1959年冬天，災難初見端倪，一些地方出現了饑饉。此時人們對公共

食堂的熱情也減退了，有些地方受1959年春毛澤東自己的調整措施影響，甚至

關閉了食堂。但是，1959年年中廬山會議期間，毛澤東和國防部長彭德懷出人

意料的衝突，使調整的大勢頓時逆轉。來勢洶洶的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意在

攆走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心存疑慮的大大小小的彭德懷。中央號召繼續躍進，

全國幹部無不看風轉舵以表示他們的忠誠和積極。如戈爾茨坦（Avery Goldstein)

指出：「明智的選擇，特別是對那些曾質疑大躍進，或參與1959年初的溫和整頓

的人來說，是鼓足幹勁熱烈支持恢復躍進，以消除右傾機會主義的嫌疑。」bq因

為公共食堂被視為人民公社的精髓，全國地方幹部爭先恐後在公社新辦或重開

食堂。1959年年底，全國農村已辦公共食堂3,919,000個，約四億人在食堂吃飯，

佔公社總人數的72.6%，即每一食堂供應稍多於一千人的伙食br。

如上所述，毛澤東位處中國層級制度的頂峰，在此制度中，幹部的政治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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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是致使人民公社化運動激進化的重要因素，特別是1958年秋及1959年辦公共

食堂和施行糧食供給制。在探討各地參與公共食堂的差異之前，值得花點筆墨

談一下爭相激進化的政治發展，這可能加劇上一節提到的集體行動問題。

集體行動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觀點是，團體大小具有關鍵的影響bs。假設同

是實行供給制，人數少的公社比人數多的更可能解決集體行動的問題和減緩過

度消耗。如果地方幹部的當務之急是阻止過度消耗、避免造成共有地的悲劇，

那麼他們應該做的是縮減食堂規模。但當時各地競相辦大型公社、辦公共食

堂，以取悅毛澤東和實現共產主義理想（實際上只是幻想），在這種環境下權衡

政治得失，他們是不會選擇縮減食堂規模的。

也有學者指出團體規範和規則對於節制集體行動的重要作用，而意識形態

有時被視為降低執行成本的有效方法bt。然而在大躍進期間，共產主義意識形態

鼓勵糧食和其他必需品按需分配，由此助長了消耗，並使集體行動的問題更形

嚴重。同樣地，訂立規範和規則讓人們依循，可以紓緩他們的苦困，在太平歲

月~這是可以做到的，但在幹部面對強大政治誘因的情況下則難以出現。幹部

如果想訂立規則，就必須公布缺糧的事實或發出行將斷糧的警告，這在其他人

競相誇大糧食產量的情況下，無疑是政治自殺。更糟的是，國家根據誇張失實

的糧食產量報告提高糧食徵購，更令饑饉發生時難以從外地輸入糧食賑災。簡

言之，政治誘因不但觸發了辦大型公社和公共食堂的比賽，令食堂內的集體行

動問題更趨嚴重，而且使受災地區更難取得外地救濟。

四　地區差異與省領導層的差異

雖然辦公共食堂是政治上大勢所趨，但它在1959年末以前並不是由中央明

令實施的。地方領導要是敢不屈服於政治壓力，還是可以不必辦食堂的。以公

共食堂參與率的差別來判定各省政治激進度的高低，可讓我們詳盡探討前文陳

述的政治邏輯。我們對公共食堂參與率的界定，是一省在公共食堂吃飯的農村

人口的百分率。1959年年底有數字可依，比率差異不等，超過90%的有河南、湖

南、四川、雲南、貴州和安徽；低於50%的則有內蒙古、遼寧、黑龍江、吉林、

青海、山東、甘肅ck。我們從取樣中排除三個直轄市（北京、上海、天津），原因

是它們高度都市化而且得到特別照顧。以上文的政治誘因說來推論，一省領導

層的差異對該省的政治激進度有很大影響。除此以外，一省激進主義的模式也

應該和經濟發展水平高低，以及所謂的代償式政治表忠心態密切相關。

對大躍進這段動盪歷史稍有認識的讀者，很快就看得出公共食堂參與率最

高的七個省，要不受到當時四個最狂熱的地方領導人的影響，要不剛經歷政治

清洗。湖南屬於後者（清洗），前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因在廬山會議期間支持

彭德懷而被撤職。因此，以張平化（1959年9月上任）為首的新省領導層受到壓

力，急於顯示他們對激進政策的政治熱情。到了1959年9月30日，湖南省委農村

如果地方幹部的當務

之急是阻止過度消

耗、避免造成共有地

的悲劇，那麼他們應

該做的是縮減食堂規

模。但當時各地競相

辦大型公社、辦公共

食堂，以取悅毛澤東

和實現共產主義理想

（實際上只是幻想），

在這種環境下權衡政

治得失，他們是不會

選擇縮減食堂規模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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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部訂立整社計劃，提出開展「保¶黨的總路線、保¶大躍進、保¶人民公社

的群眾運動」。在整社計劃下，饑腸轆轆的農民白天勞動，晚上還得參加整社會

議。黨中央讚揚湖南的計劃，呼籲各省仿行cl。

其餘六省則是受到當年四個狂熱地方領導人的影響。掌管上海的是大躍進

的頭號鑽營之輩──柯慶施，他是最'力提倡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放開肚

皮吃飯」的人。在安徽和河南，曾希聖和吳芝圃兩人熱烈支持大躍進，他們壓制

那些對公社存疑的人。那些把勞動力和生產責任分到各戶的人，遭到吳芝圃報

復cm。耿起昌和王慧智這些下級幹部，因為曾推動改善農民積極性的政策，而在

全省各地舉行的會議上被猛烈抨擊為右傾機會主義者cn。

四川、貴州和雲南三省在西南地區毗鄰接壤。曾在1959年春封鎖中央調整

政策消息的李井泉，為西南局第一書記、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廬山會議衝突

後，李井泉更'力推行大躍進式政策co，他也大力從四川把糧食上繳中央（單在

1960年就外調250萬噸）cp。當其他省份把生產小隊作為農村基本核算單位時，四

川領導層則堅持生產大隊核算，並要求地方準備過渡到公社核算。甚至當中央

下令恢復農民自留地時，四川領導層決定「不必再恢復自留地」。除此以外，當

有些省開始廢除公共食堂時，李井泉認為「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臟」，堅持

保留，因而令四川饑荒更加惡化cq。在此情況下，加上受到強大政治壓力，雲南

和貴州領導人竭力趕上四川。比如在大躍進初期，貴州省領導層本來是以審慎

保守的態度看待激進政策的cr，但廬山會議後，貴州領導層或許為了彌補之前不

夠積極而致力大辦公共食堂。1960年2月24日，貴州省委一份報告決定辦更大的

食堂（至少擴大一倍），並取消自留地，將之轉交給食堂。後一項措施有效地斷

絕了農民私有口糧的來源，迫使他們參加公共食堂cs。中央領導人特別是毛澤

東，顯然很喜歡貴州的計劃，敦促全國學貴州ct。

五　代償式政治表忠心態

大躍進期間瀰漫'一股理想世界降臨的氣氛，加上趨炎附勢式政治體制的

性質及其對行政管理的影響，使我們提出兩個假設。第一，有見於當時理想世

界降臨的氣氛，我們假設經濟欠發達地區的人為'趕超開發度高的地區，更傾

向採取激進政策（如公共食堂）。假設一：一省對辦公共食堂的熱心程度跟該省

的經濟水平呈反比。第二，根據戈爾茨坦所說的高壓政治結構和趨炎附勢式政

治心態對行政的影響，我們假設存在一種可稱之為代償式政治表忠的現象，這

種現象最終會使下級官僚爭相以「比革命導師更革命」的姿態向中央表忠輸誠。

因此，在渴望加官晉爵的下級官員中，那些快將入黨的人比那些已經入黨、擁

有良好政治資格的人更熱切。推而論之，我們認為那些黨員少的地區（以人均基

礎計算）比黨員多的地區更傾向採取激進措施。這種情況更被另一事實加強，在

共產黨取得全國政權時，那些共產黨佔領較晚的地區更可能由非本地人管治，

1960年2月24日，貴

州省委一份報告決定

辦更大的食堂（至少

擴大一倍），並取消

自留地，將之轉交給

食堂。後一項措施有

效地斷絕了農民私有

口糧的來源，迫使他

們參加公共食堂。中

央領導人特別是毛澤

東，顯然很喜歡貴州

的計劃，敦促全國學

貴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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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使得本地人更急於表現他們的忠誠和革命熱情。因而，共產黨佔領較晚的地

區一般比革命血統純正的老根據地更可能趨於激進。

假設二：一省的「激進度」和該省的黨員密度呈反比。換言之，一省的黨員

密度越低，則該省更可能採取辦公共食堂之類的激進計劃。排除了西藏（因數據

缺乏）和北京、上海、天津三個中心城市，我們以下列公式作估計dk：公共食堂

參與率=a+a1log（黨員密度）+a2log（經濟水平）+e。所得結果證實上述假設。調

整後的R2（0.4109）顯示結合兩個變數解釋了超過41%的公共食堂參與率差異。簡

言之，當共產黨黨員人數在總人口中的比例增加，公共食堂參與率則劇降。有

趣的是，若細心觀察數據分布，便會發現山西和河北這兩個接近北京的省份偏

離這種普遍模式，屬於統計上的例外dl。我們若從樣本中排除河北和山西，然後

重新計算上述回歸，那麼調整後的R2顯著上升至0.67dm。總括來說，統計分析證

實了我們關於政治誘因影響公共食堂推行的假設。除此以外，它令我們更了解

甚麼類型的幹部更易受政治動機左右。

我以相對饑荒嚴重程度作為上述論題的另一計算單位，一省的相對饑荒嚴重

程度可以定義為饑荒前死亡率和大躍進時期最高死亡率的增幅的百分比。為盡量

減少各年間波動對準確度的影響，我們以1956-1958年的平均死亡率作為躍進前

死亡率的基準單位。因此，相對饑荒嚴重程度=（1959至1961年的最高死亡率－

1956至1958年的平均死亡率）÷1956至1958年平均死亡率dn。相對饑荒嚴重程度

的數據由最低山西的18.33%至最大安徽的474.86%不等。根據我關於趨炎附勢式

政治體制和經濟水平的影響的假設，我們可以推斷：（1）黨員密度和相對饑荒嚴

重程度呈反比；（2）饑荒前一省經濟水平和相對饑荒嚴重程度也呈反比。以後一

種情況來說，經濟水平低的省更易發生饑饉。理論上，貧窮省份是可以靠別的地

方接濟紓困，但即使有這種接濟，也不足以推翻以上假設，因為大躍進強調自力

更生，因此，除了主要中心城市外，大多數省份必須獨力應付饑荒。

我們計算的公式如下：相對饑荒嚴重程度＝a + a1log（黨員密度）+ a2 log

（經濟水平）+e。

我們用相對饑荒嚴重程度來代替公共食堂參與率，然後再作統計分析，發

現兩個變數都呈負值，但只有黨員密度和相對饑荒嚴重程度的關係證明有統計

意義。這一發現表示出大躍進饑荒是緣於政治而非天災，即高層領導人首先推

行拙劣的政策，在此情況下，潛藏在政治制度的政治誘因結構影響了推行公共

食堂和其他激進政策的力度，導致各省饑荒災情各異。

六　饑荒和農村改革

雖然我們要記取大躍進造成的災難，但同樣重要的是檢討它對中國政治、

社會和經濟的深遠影響。本文餘下部分將指出，這場饑荒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

公社最終瓦解的根本原因。1960年代初，人們已經開始從饑荒中幡然醒悟。農

大躍進期間瀰漫v一

股理想世界降臨的氣

氛，加上趨炎附勢式

政治體制的性質及其

對行政管理的影響，

使我們提出兩個假

設。假設一：一省對

辦公共食堂的熱心程

度跟該省的經濟水平

呈反比。假設二：一

省的「激進度」和該省

的黨員密度呈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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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和基層幹部親嚐盲目投入公社的惡果。要是說農民對大型農村組織萌生過甚

麼憧憬，這種憧憬也在大躍進中粉碎了，他們也因此質疑人民公社化運動期間

政府施行的各種政策。大躍進時期的風雲人物譚震林在視察河南時，就注意到

民眾對黨的原則和政策有懷疑，認為後果堪虞do。1961年8月，中央農村工作部

報告，在受大躍進嚴重破壞的地區，相當一部分幹部和農民對集體生產失去信

心dp。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秘書胡喬木也在1961年4月向毛澤東提交報告，說：

「從群眾反映看來，大多數食堂目前實際上已經成了發展生產的障礙，成了黨群

關係中的一個疙瘩。因此，我們認為這個問題愈早解決愈好。」dq

面對中國農村這種淒風慘雨的境況，毛澤東和他的同僚漸漸調整農村政

策，並'手縮減農村集體組織的規模。農民和地方幹部趁'政治氣氛稍寬鬆，

悄悄推行單幹，包產到戶很快發展起來。1961年8月，中央農業工作部經調查後

總結說，農業包產到戶的做法已普遍存在，差不多每個省、市和自治區都有發

現dr。農民對於這種實際上是「土地還家」的措施很雀躍。在一些地方，集體生產

中斷，幹部積弱，以致集體農業生產難以恢復。根據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說，

在1962年夏天，農戶總數中有30%在各種名堂下搞了單幹ds。儘管不久即被中共

禁止，但農民仍然對挽救了他們性命的包產到戶懷緬不已。事實上，在整個

60-70年代，當年受饑荒打擊越嚴重的省份，就越不願意採取集體主義的農村政

策和體制（如生產大隊核算）dt。

大躍進饑荒不僅徹底改變了許多農民和基層幹部的信念，而且也導致高層

官員在農業政策上產生分歧。饑荒過後，參與制訂農業政策的高層官員，如周

恩來、劉少奇、鄧子恢、鄧小平和陳雲傾向支持包產到戶。相反，一群包括陳

伯達和柯慶施在內、主要以城市利益'眼的領導人，形成另一集團，主張取消

單幹、恢復集體經濟。促使這一分歧出現和持續的部分原因是毛澤東的立場曖

昧。一方面，毛雖在1962年支持禁止包產到戶，但在大躍進慘痛失敗的陰影

下，毛在其餘生~，把他希望向土地平等體制過渡的立場作溫和調整，也不再

要求地方官員推行生產大隊和公社核算。70年代陳永貴曾向毛建議全國推行大

隊核算，但毛未積極支持。

高層官員對於農業政策的分歧一直持續到毛去世之後。1976年毛澤東逝世

後，高層領導人面臨嚴重的農業危機，這一分歧又再浮現。中國領導層分成兩

派陣營。毛澤東的指定接班人華國峰和支持他的陳永貴、紀登奎屬於溫和農業

激進主義的一派；鄧小平和陳雲則支持穩健派。1977年開始，穩健政策和激進

政策在國內最具影響力的報紙上交鋒，爭奪發言位置，使中國農村政策給人一

個搖擺不定的印象。高層官員對於農業政策的爭論，在嚴密的政治制度中打開

缺口，並為發揮地方積極性造就了機會。即使十一屆三中全會明令禁止包產到

戶，但在某些地方，農民和地方幹部開始按照自己的意願行事，並實行農業包

產到戶。正如從本文採取的理論架構推斷，這些地方大多位於大躍進時期受災

最嚴重的省份，特別是安徽和四川。在本質上，大躍進饑荒奠下了觸發農村體

制轉變的架構，促成了公社制度的瓦解。

1961年8月，中央農

業工作部經調查後總

結說，農業包產到戶

的做法已普遍存在，

差不多每個省、市和

自治區都有發現。農

民對於這種實際上是

「土地還家」的措施很

雀躍。根據毛澤東的

秘書田家英說，在

1962年夏天，農戶總

數中有30%在各種名

堂下搞了單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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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結　論

從這項公共食堂參與和相對饑荒嚴重程度的研究看到，大躍進饑荒不但反

映了高層領導人的角色，也凸顯了共產黨執政以來中國政治制度的根本結構因

素。下級官僚為了突出表現自己，往往過火地推行中央的政策。但在實行激進

政策時，各省是有規律可尋的差異。我們作了與一般人直覺相反的假設，即那

些共產黨員較少和被共產黨佔領較晚的省份所推行的措施更激烈，因而在由此

引致的饑荒中受害更深，這項假設得到統計分析的支持。大躍進饑荒反過來把

人們從農業激進主義的幻想中喚醒，並為人民公社體制的解體奠下思想和政制

的基礎。物極必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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